
 

 1 

文化生态视域下乡贤参与乡村旅游 

意向的区域差异与影响机制研究 

李学锋
1
 林明水

2,31
 

（1.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北京 100005； 

2.福建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3.智慧旅游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省外乡贤为研究对象，探讨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行为意向和角色类型

选择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得分的差异不显著，角色感

知略大于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第二，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的闽南区域内部差异不显著，角色

感知的闽南地区内部差异显著，厦门市受访者乡贤角色感知平均得分小于漳州市；第三，乡贤角色类型选择闽南区

域内部差异不显著，参与实干并不是首要选择，受访者希望创新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第四，乡贤角色感知、影响

因素对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第五，空间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贤参与

乡村旅游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得分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导乡贤参与乡村旅游，不仅要提高省外乡贤个

体角色感知水平，特别是意识—技能方面的角色感知，还要关注影响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内、外部因素，特别是要

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与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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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旅游逐渐成为农民就业增收和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地方政府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1-2]。2018 年 12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乡村旅游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可持续乡村旅游更加需要复合型人才的广泛参与。然而，当前

我国广大地区城镇化进程仍在继续，大量中青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趋势没有改变，乡村人才空心化问题仍然存在且日益严重，

成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阻碍[3-4]。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乡村振兴的经验表明，吸引乡村精英返乡创业是激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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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部活力和动力的关键[5-6]；我国也适时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意见》，各省市陆续出台进一步鼓励乡贤返乡创业、发展乡村旅游等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的实施细则[7-8]。由此可见，引导乡贤参与

乡村旅游不仅能够缓解当前乡村人才空心化危机，而且也是推进我国乡村旅游从粗放型开发向集约型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乡贤文化自东汉形成以来，有着良好的文化生态传承，乡贤群体一直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者[9]。与乡绅（Gentry）、

乡村精英（Rural Elite）等概念有所不同，乡贤是指在乡村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且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10]。这个概念

凸显乡贤地域性、知名度、道德和价值观三个基本要素，且道德和价值观因素是国外类似概念中所欠缺的，这也体现了我国乡

贤文化的“达则兼济天下”特色和精髓[11]。国外关于乡贤文化的研究，在主题方面聚焦在乡贤人物生平或主要事迹的叙事研究
[12-13]、乡贤文化和乡贤精神的述评研究[14-15]、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等方面[16-17]；其中，在乡贤的概念和内涵方面，更加

强调乡贤群体内生性与外生性
[18]
；在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方式方面，提倡通过乡贤理事会参与议事，以完善政府引导、村民主导

的乡村治理模式[19]；在参与治理内容方面，指出精准扶贫、乡村旅游是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较多和较为成功的领域，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后，乡村旅游成为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20]。国内外关于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中，在研究内容方面多关注

参与的方式与模式、扮演的角色类型和影响因素等方面[21-22]，且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角色类型和扮演机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难

点[23]；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采用观察法、访谈法、民族志等定性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空间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

加强
[24-25]

。 

文化生态视域下，乡贤是地方文化生态孕育的产物，其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建设，是其回馈和促进地方文化生态传承和

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乡贤无论是通过返乡或不返乡的方式参与乡村旅游，都对我国乡村社会、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具

有积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6]。当前，学术研究多从乡贤群体外部视角审视这一现象，对乡贤个体角色认知和影响乡贤角色扮演

的机制知之甚少，这不利于有针对性地吸引乡贤参与乡村旅游，以化解乡村人才空心化的危机，推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23]。 

二、研究设计 

通过量表工具测量乡贤角色感知、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角色类型与行为意向。 

（一）乡贤角色感知量表设计 

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行为，从角色理论视角分析，是个体扮演乡贤角色参与乡村旅游的内、外部行为的集合，包括个体对

乡贤角色的感知、角色类型的选择、角色扮演的过程，以及个体角色扮演行为外化后与社会的互动[27-28]。因此，个体对乡贤角色

的认知和内化过程，是乡贤角色类型选择和角色扮演行为的前提和基础。 

乡贤角色感知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对所扮演的乡贤角色的关系、地位、作用、规范、权利、义务、形象、行为等方

面的认知、态度、情感的综合反映，本质上是一种角色观念[28]。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赋予乡贤角色新内容和新使命，

乡贤角色内涵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和基础，具备一定的学问、才干和主动性[29]。因此，本文从身份、声望、意识、技能、

道德五方面构建乡贤角色感知指标体系（表 1）。 

表 1乡贤角色感知量表 

因子 编码 测量项目 

身份 

RP1 业绩地位，如事业有成等 

RP2 家庭出身，如出生在干部家庭等 

RP3 经济条件，如家庭经济富裕等 

声望 RP4 身份地位，如企业高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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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5 回馈情怀，如经常返乡等 

RP6 声誉名声，如道德模范等 

意识 

RP7 使命感，如与家乡荣辱与共等 

RP8 义务参与，如自愿参与意识等 

RP9 主动意识，如积极参与议事等 

技能 

RP10 权力条件，如村干部等 

RP11 能力条件，如技术能手等 

RP12 创新思维，如创新创业经历等 

道德 

RP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爱国守法等 

RP14 法制观念，如熟悉法律知识等 

RP15 道德规范，如无私奉献等 

 

（二）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量表设计 

心理学研究显示，行为不仅由内部驱力所激发，还由外在诱因所驱使，因此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包括内、外部两

个方面[30]。张英魁概括乡贤介入乡村的机理，指出介入目的在于良好的生活品质而非物质生产，文化心理归属于城市市民文化

而非乡村文化，其人格倾向于独立平等而非依赖于家庭和宗族的人际网络关系[18]。林明水等研究显示，乡土情结是乡贤参与乡

村旅游的主要推动因素，政府政策引导与支持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拉引因素，宗族情感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重要情感

因素，土地及不动产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本考量[10]。钟荣凤等进一步揭示，旅游发展前景好、资源丰富与生态环境优

美、各级政府的重视及相关政策的支持、旅游扶贫效果好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外在动机[22]。上述研究的影响因子包括个

体内部的时间、能力、情感、意愿、知识文化水平、家庭等因素，以及外部的传统观念、政策、相关部门和组织、信息、渠道、

利益分配和周围人因素等方面。 

将影响因素编制成访谈提纲，选取商会成员、乡贤理事会、校友等乡贤各 5 名进行访谈，对问卷进行进一步修正，最终确

定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量表，如表 2所示。 

表 2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量表 

因子 编码 测量项目 

内部因素 

OF1 时间因素，如是否有时间参与等 

OF2 能力因素，如是否具备从事乡村旅游经验等 

OF3 情感因素，如是否经常返乡等 

OF4 意愿因素，如是否愿意参与乡村旅游建设经营等 

OF5 文化水平因素，如学历和受教育程度等 

OF6 经济条件因素，如家庭经济状况等 

OF7 家庭因素，如家庭成员态度等 

外部因素 

OF8 传统观念因素，如不同宗族之间是否有忌讳等 

OF9 政策导向因素，如是否出台可执行的政策法规细则等 

OF10 相关部门因素，如乡镇干部是否有作为等 

OF11 相关组织因素，如协会和理事会是否重视等 

OF12 信息因素，如与乡村管理者沟通是否顺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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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13 渠道因素，如是否有资金捐赠以外参与方式等 

OF14 利益分配因素，如投资回报预期是否确定等 

OF15 周围人因素，如同事和朋友圈的态度等 

 

（三）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角色类型与行为意向问卷设计 

参照贝尔宾团队角色理论中的角色类型，并结合乡村治理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架构和职能，对乡贤参与乡村旅游扮演角色

类型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具体包括参与实干、中间协调、推进推动、提供信息、创新管理、监督者、凝聚人心、补缺完善八种

类型[27-28]。 

行为意向是个人扮演角色参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内外行为，包括意愿、可能性和乐意程度。借鉴李华敏[31]、朱璇等[32]、吕

婷等[33]关于乡村旅游行为意向量表设计题项，包括“现有条件下，我愿意参与乡村旅游”“目前我已参与乡村旅游”和“未来

1—2年内我会参与乡村旅游”三个题项。 

将上述量表编排成问卷，内容包含主体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个部分。问卷主体包括乡贤角色感知量表 15 道题、角色类型 8

道题、影响因素量表 15道题和行为意向 3道题，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职业、年收入、教育背景和家乡所在

地 6 道题，共计 47 道题。问卷采用 Linkert5 阶计分法测量，题目均为正向，回答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

意分别对应 5、4、3、2、1分。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省外乡贤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变异系数和回归分析等方法。 

（一）数据来源 

1.研究案例地 

本研究选择福建省厦门、漳州和泉州三市为研究案例地，理由如下：第一，厦门、漳州和泉州三市同属于闽南文化生态保

护区，还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先行区、台湾同胞的祖根地和海外侨胞“原乡”故里，长期以来外出经商和

创业者较多，“爱拼会赢”的拼搏精神和村村有宗庙、族谱的环境孕育了多元的乡贤文化[34-35]；第二，厦门市是服务业较为发达

的特区城市，漳州市是传统的农业城市，泉州市是福建省工业强市，三个城市代表不同产业优势背景下，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

经济氛围；第三，厦门、漳州和泉州三市共有乡村旅游特色村 225 个，数量虽然仅占全省的 28.92%，但每平方公里乡村旅游特

色村的数量是全省平均值的 1.3倍，乡村旅游发展态势较好。因此，选择闽南地区作为研究的案例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2.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分为预调查和正式调查两个步骤，均采用“问卷星”网络发放的方式开展。预调查时间为 2018 年 11—12 月，选

择乡村旅游发展态势较好的厦门市新圩镇、漳州市长泰县和泉州市晋江市乡贤理事会及中学校友会，针对在外工作的乡贤采用

微信转发的方式发放，收回问卷 200份，删除作答不完整、随意勾选、前后矛盾等无效问卷 35份，问卷有效率82.50%。在对问

卷进行信、效度分析，修正效度低于 0.45的题项后，在 2019年 1—2月开展第二轮正式问卷调查。第二轮问卷调查共回收 1295

份问卷，有效问卷共计 850份，问卷有效率 6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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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分析显示，受访者以男性为主，占比为 63.0%；年龄以中青年为主，20～29 岁占比 45.9%,30～39 岁占比 28.7%；受教

育程度以大学本科（47.5%）为主，高中学历（30.9%）也占一定的比例；职业以企业职员（22.9%）为主，自由职业（19.6%）、

公务员（19.2%）、事业单位（16.4%）也占一定的比例；大部分受访者年收入低于 15万，年收入在15万以及以上占比为36.8%；

家乡所在地为厦门市、漳州市和泉州市比例分别为 60.5%、23.9%和 15.6%。 

（二）研究方法 

1.信效度分析 

采用 SPSS22.0软件对乡贤角色感知和影响因素量表进行信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3和表 4所示。表 3中，角色感知量表去除

公因子方差低于 0.45 的题项，保留2、4、6、7、9、10、11、12 题项，因子分析显示存在身份—声望和意识—技能两个维度，

累积解释的总方差为 65.33%，其中身份-声望维度克朗巴哈α系数为 0.790，意识-技能维度克朗巴哈α系数为 0.838，总体信

度为 0.857，各题项信度在 0.830～0.852 之间。 

表 4中，影响因素量表去除公因子方差低于0.45的题项，保留 1、2、3、4、9、10、11、12、13 题项，因子分析显示存在

内部和外部因素两个维度，累积解释的总方差为 58.53%，其中内部因素维度克朗巴哈α系数为 0.788，外部因素维度克朗巴哈

α系数为0.802，总体信度为 0.861，各题项公因子方差在 0.463～0.675之间。 

2.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是衡量指标中各观测值变异程度的统计量
[37]

。采用变异系数分析各省份乡贤角色

感知、角色类型和影响因素平均得分的差异，通过系数值的大小判断上述指标平均得分的离散程度。 

表 3角色感知量表信效度分析 

因子 编码 克朗巴哈α系数 公因子方差 累积解释的总方差 

身份-声望 

RP2 家庭出身 0.852 

0.790 

0.756 

35.30% 
RP4 权力条件 0.836 0.661 

RP7 业绩条件 0.830 0.551 

RP9 身份地位 0.833 0.648 

意识-技能 

RP6 使命感 0.844 

0.838 

0.656 

65.33% 
RP10 能力条件 0.838 0.678 

RP11 主动意识 0.840 0.692 

RP12 法制观念 0.837 0.586 

 

注：KMO=0.873,Bartlett's Chi-Square=2676.498(df=28,p<.000) 

表 4影响因素量表信效度分析 

因子 编码 克朗巴哈α系数 公因子方差 累积解释的总方差 

内部因素 0F1 时间因素 0.845 0.788 0.588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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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F2 能力因素 0.848 0.608 

OF3 情感因素 0.845 0.506 

OF4 意愿因素 0.844 0.675 

外部因素 

OF9 策导向因素 0.845 

0.802 

0.639 

58.53% 

OF10 相关部门因素 0.845 0.553 

0F11 相关组织因素 0.844 0.584 

0F12 信息因素 0.847 0.650 

0F13 渠道因素 0.849 0.463 

 

注：KMO=0.886,Bartlett's Chi-Square=2641.317(df=36,p<.000) 

3.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是确定两种或两种以上变量间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的方法
[36]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揭示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参与乡村旅游行为意向关系，以及验证影响因素的中介效应。 

四、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包含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行为意向和角色类型选择的差异及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与行为意向的关系两

个方面。 

（一）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行为意向和角色类型选择的差异 

1.乡贤角色感知差异 

受访省外乡贤的乡贤角色感知平均得分为 3.52，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身份-声望感知平均得分略低于意识-技能感知

平均得分，表明意识-技能在角色感知中略显重要。省外乡贤角色感知变异系数分析显示，身份-声望感知平均得分离散程度最

大，乡贤角色感知次之，意识-技能感知最小，且各类型感知得分变异系数均小于 10%。由此可见，省外乡贤角色感知指标的总

体差异较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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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省外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得分变异系数 

分区域分析（表 5），乡贤角色感知得分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有 16 个，占比为 55.17%，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其

中，甘肃和宁夏两个省份受访乡贤不多，但角色感知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云南、海南两省受访乡贤也少，但角色感知得分

明显低于其他省份。空间差异方面，角色感知得分等级较高的省份与福建省在空间上不毗邻，最近的省份是台湾省，其他省份

与闽南地区间隔两个省份以上的空间距离。 

2.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差异 

省外乡贤参与乡村旅游影响因素平均得分为 3.58，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内部影响因素平均得分略低于外部影响因素，

显示外部影响因素在影响因素中地位较为重要。影响因素平均得分变异系数分析显示，内部影响因素离散程度最大，外部影响

因素次之，影响因素感知最小，且各类型感知得分变异系数均小于 9%。由此可见，省外影响因素指标的总体差异较小（图1）。 

分区域分析（表 5），影响因素得分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有 15 个，占比为 51.72%，主要分布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其中，甘

肃影响因素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省份，新疆影响因素得分明显低于其他省份，这显示西部地区影响因素的差异较大。空间差异方

面，影响因素得分等级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辽宁、宁夏、甘肃、湖北和台湾等省份，在空间上与福建省均有一定的距离。 

3.乡贤参与乡村旅游行为意向差异 

省外乡贤参与乡村旅游行为意向平均得分为 3.70，总体处于中高水平。变异系数分析显示，行为意向平均得分变异系数小

于 9%，表明省外行为意向指标的总体差异较小（图1）。 

分区域分析（表 6），行为意向得分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有 10个，占比为 34.48%，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其中，甘肃、

北京、山东和湖南行为意向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云南和浙江行为意向得分低于其他省份。空间差异方面，行为意向得分等

级较高的省份与福建省不毗邻，且有一定的空间距离。 

4.角色类型选择的差异 

受访者角色类型平均得分均高于 3.5分，标准差均大于 1，显示受访者对于八种类型角色的选择意向均较强烈。平均得分排

序显示，创新管理>补缺完善>提供信息>推进推动>凝聚人心>参与实干>监督者>中间协调，说明参与实干并不是首要选择，受访

者希望创新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 

5.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的闽南地区内部差异 

方差齐性检验显示，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参与意向显著性为 0.322 和 0.463，大于 0.05，接受虚无假设，表示

两组样本的方差差异均未达到显著，即未违反方差同质性假定。乡贤角色感知显著性为 0.017，小于 0.05，拒绝虚无假设，表

示样本的方差不具有同质性。 

进一步方差分析显示（表 7），厦门、漳州、泉州三市受访者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和参与意向得分均未达到显著差异，

接受虚无假设，表示厦、漳、泉三市受访者在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和参与意向差异不显著。而乡贤角色感知达到显著差异，

拒绝虚无假设，表示三市受访者在乡贤角色感知差异显著。 

表 5影响因素量表信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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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角色感知 影响因素 行为意向 

安徽 3.49 3.52 3.67 

北京 3.57 3.66 4.10 

重庆 3.91 3.69 3.83 

甘肃 4.08 4.22 4.89 

广东 3.48 3.59 3.56 

广西 3.25 3.48 3.50 

贵州 3.33 3.40 3.33 

海南 3.08 3.26 3.40 

河北 3.55 3.60 3.78 

河南 3.36 3.45 3.57 

黑龙江 3.66 3.62 3.80 

湖北 3.54 3.86 3.67 

湖南 3.52 3.51 3.53 

吉林 3.93 3.76 4.06 

江苏 3.66 3.50 3.95 

江西 3.26 3.36 3.55 

辽宁 3.70 3.87 3.99 

内蒙古 3.50 3.61 3.62 

宁夏 4.13 3.36 3.50 

山东 3.52 3.51 3.84 

山西 3.77 3.70 4.06 

陕西 3.21 3.49 3.44 

上海 3.66 3.59 3.70 

四川 3.52 3.44 3.68 

天津 3.29 3.84 3.67 

新疆 3.13 2.93 3.33 

云南 2.84 3.58 3.25 

浙江 3.38 3.47 3.29 

总计 3.51 3.56 3.70 

 

事后比较显示，厦门市和漳州市乡贤角色感知平均数的差异值为-0.18572，显著性检验在 0.05水平达到显著水平，显示厦

门市受访者乡贤角色感知得分的平均数小于漳州市受访者。从95%置信区间分析，乡贤角色感知在厦门市和漳州市的平均数差异

的 95%置信区间为（0.0272,0.3442），并未包含 0，因而两个指标平均数值的差异达到显著。 

表 6不同角色类型选择的区域内部差异 

角色类型 厦门市 漳州市 泉州市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参与实干 3,646 3.729 3.684 3.672 1.09 

中间协调 3,597 3.680 3.654 3.626 1.03 

推进推动 3.700 3.798 3.662 3.71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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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信息 3.700 3.818 3.767 3.739 1.03 

创新管理 3.710 3.901 3.797 3.769 1.05 

监督者 3,597 3.744 3.827 3.668 1.02 

凝聚人心 3,700 3.783 3.677 3.716 1.07 

补缺完善 3,735 3.813 3.684 3.746 1.07 

数量 514 203 133 850  

 

（二）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与行为意向的关系 

1.角色感知与行为意向的关系 

回归分析显示（表 7），乡贤角色感知与行为意向之间相关系数为 0.676，呈现中度相关。决定系数 R2为 0.457，调整后的

R2为0.456，显示角色感知可以解释参与行为意向45.6%的变异量。方差分析显示，F值为 712.562，显著性检验的 P值为 0.000，

小于 0.01的显著性水平，显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水平。共线性分析显示，VIF 值为 1，小于 10;CI 值为 8.716，

小于 30；特征值为0.026，大于 0.01，显示变量间没有共线性问题。 

表 7方差分析摘要 

因子 项目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事后比较 

Scheffe 法 

乡贤角色 

感知 

组间 5.118 2 2.559 3.858 0.021* 
漳州市＞厦门市 

组内 561.890 847 0.663   

总数 567.009 849    

 

影响因素 

组间 1.769 2 0.884 1.661 0.191 

组内 451.106 847 0.533   

总数 452.875 849    

行为意向 

组间 1.769 2 0.885 1.080 0.340 

组内 693.493 847 0.819   

总数 695.262 849    

 

注：*p<0.05 水平显著 

乡贤角色感知与行为意向非标准化回归模型为： 

行为意向=1.069+0.748×乡贤角色感知。 

2.乡贤角色感知与影响因素的关系 

回归分析显示（表 8），乡贤角色感知与参与影响因素之间相关系数为 0.660，呈现中度相关。决定系数 R2为 0.436，调整后

的 R2为0.435，显示影响因素可以解释参与行为意向 43.5%的变异量。方差分析显示，F值为 655.833，显著性检验的 P值为 0.000，

小于 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水平。共线性分析显示，VIF 值为 1，小于 10;CI 值为 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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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30；特征值为0.026，大于 0.01，显示变量间没有共线性问题。 

表 8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回归模型系数表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共线性统计量 

F R2 
B 的估计值 标准误差 Beta 分布 VIF CI 特征值 

（常量） 

角色感知 

1.069 0.101  10.580**    712.562 0.456 

0.748 0.028 0.676 26.694** 1.000 8.716 0.026   

（常量） 

影响因素 

1.489 0.083  17.927**    655.833 0.435 

0.590 0.023 0.660 25.609** 1.000 8.710 0.026   

（常量） 

角色感知 

0.779 0.117  6.650**    376.433 0.469 

0.633 0.037 0.572 17.177** 1.773 10.544 0.027   

影响因素 0.195 0.041 0.157 4.726** 1.773 14.128 0.015   

 

注：**p<0.01 水平显著 

乡贤角色感知与影响因素的非标准化回归模型为： 

影响因素=1.9740+0.660×乡贤角色感知。 

3.影响因素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角色感知显著影响行为意向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角色感知与行为意向的中介关系。回归分析显示（表 8），

决定系数 R2为 0.471，调整后的 R2为 0.469，显示角色感知和影响因素可以解释行为意向 46.9%的变异量。方差分析显示，F 值

为 376.433，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000，小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水平。共线性分析

显示，VIF值为 1.773，小于 10;CI 值为 10.544、14.128，小于 30；特征值为 0.027、0.015，大于 0.01，显示变量间没有共线

性问题。 

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的非标准化回归模型为： 

行为意向=0.779+0.633×角色感知+0.195×影响因素。 

可见，在影响因素的控制下，角色感知虽然也对行为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其影响效果由 0.748下降为 0.633，说明角色

感知对行为意愿的影响中的部分影响效果通过影响因素实现。为了验证通过影响因素、角色感知对行为意愿产生间接效果的显

著性，通过 Sobel检验、Aroian 检验和 Goodman检验可知在P<0.01 水平下显著性明显，进一步证实了角色感知对行为意愿的影

响关系中，影响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表 9）。其中，角色感知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总效应为 0.748，直接效应为 0.633，间接效

应为 0.115。 

表 9影响因素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 

检验 

Sobel test Aroian test Goodman test 
中介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Z-value P Z-value P Z-valu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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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感 

知→影响 

因素→行 

为意向 

18.503 0.000 18.496 0.000 18.510 0.000 部分中介 0.748 0.633 0.115 

 

4.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与行为意向关系的闽南区域内部差异 

回归分析显示（表 10），乡贤角色感知→行为意向回归模型调整后的 R2为0.479、0.332、0.520，显示角色感知解释行为意

向变异量大小地区排序为泉州市（52.0%）、厦门市（47.9%）、漳州市（33.2%），回归系数值大小排序也显示，泉州市乡贤角色

感知变化对行为意向影响比厦门市和漳州市更大。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回归模型调整后的 R2为 0.433、0.339、0.500，显示角色

感知解释行为意向变异量大小地区排序为泉州市（50.0%）、厦门市（43.3%）、漳州市（33.9%），回归系数值大小排序显示，漳

州市乡贤角色感知变化对影响因素影响比厦门市和泉州市更大。 

表 10闽南地区角色感知、影响因素与行为意向回归模型系数表 

地区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共线性统计量 

F R2 
B 的估计值 标准误差 Beta 分布 VIF CI 特征值 

厦门市 
（常量） 1.014 0.126  8.078**    472.177 0.479 

角色感知 0.766 0.035 0.693 21.730** 1.000 8.459 0.028   

漳州市 
（常量） 1.360 0.245  5.549**    101.372 0.332 

角色感知 .663 0.066 0.579 10.068** 1.000 10.053 0.020   

泉州市 
（常量） .947 0.235  4.026**    144.057 0.520 

角色感知 .787 0.066 0.724 12.002** 1.000 8.218 0.029   

厦门市 
（常量） 1.496 0.107  14.035**    393.030 0.433 

影响因素 .594 0.030 0.659 19.825** 1.000 8.459 0.028   

漳州市 
（常量） 1.408 0.196  7.184**    133.362 0.339 

影响因素 .608 0.053 0.632 11.548** 1.000 10.053 0.020   

泉州市 
（常量） 1.513 0.176  8.6128**    133.084 0.500 

影响因素 .564 0.049 0.710 11.5368** 1.000 8.218 0.029   

厦门市 

（常量） .636 0.144  4.401**    259.395 0.504 

角色感知 .616 0.046 0.557 13.441** 1.768 10.242 .028   

影响因素 .253 0.051 0.206 4.973** 1.768 13.731 .016   

漳州市 

（常量） 1.183 0.274  4.316**    51.872 0.342 

角色感知 .587 0.085 0.512 6.924** 1.663 11.945 .021   

影响因素 .126 0.088 0.106 1.430 1.663 14.648 .014   

泉州市 

（常量） .894 0.295  3.025**    71.574 0.524 

角色感知 .767 0.093 0.705 8.210** 2.016 10.009 .030   

影响因素 .035 0.117 0.026 .302 2.016 15.594 .012   

 

注：**p<0.01 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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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厦门市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的非标准化回归模型为： 

行为意向=0.636+0.616×角色感知+0.253×影响因素。 

可见，在影响因素的控制下，厦门市乡贤角色感知虽然也对行为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为了验证通过影响因素、角色感知

对行为意愿产生间接效果的显著性，通过 Sobel 检验、Aroian检验和 Goodman 检验可知在 P<0.01 水平下显著性明显，进一步证

实了厦门市乡贤角色感知对行为意愿的影响关系中，影响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表 11）。其中，角色感知对行为意愿的影响总

效应为 0.766，直接效应为 0.616，间接效应为 0.150。 

表 11 厦门市影响因素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 

检验 

Sobel test Aroian test Goodman test 
中介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Z-value P Z-value P Z-value P 

角色感 

知→影响 

因素→行 

为意向 

14.683 0.031 14.674 0.031 14.691 0.031 部分中介 0.766 0.616 0.150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省外乡贤为研究对象，探讨乡贤角色感知、角色类型、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的差异与影响机

制，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的平均得分省域差异不显著，显示各省份乡贤个体参与乡村旅游的角色认知水

平差异不大。各省份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平均得分的变异系数均小于 10%，显示各省份乡贤上述指标的差异变化

不大；角色感知平均得分变异系数最大，行为意向次之，影响因素最小，显示各省份乡贤对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的认知更

为一致。 

第二，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平均得分的闽南地区内部差异不显著，显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内乡贤文化内

涵的一致性和普适性。虽然厦门、漳州、泉州三市省外受访者乡贤角色感知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但方差分析进一步显示，仅有

漳州市省外乡贤角色感知平均得分略高于厦门市，泉州市与厦门市乡贤角色感知差异并不显著。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

和参与行为意向方差分析未达到显著差异，表明厦门、漳州、泉州三市受访者平均得分在该组指标的差异较小。 

第三，乡贤角色类型的闽南地区内部差异不显著，显示厦门、漳州、泉州三市省外乡贤角色期望较为一致。尽管有创新管

理、提供信息、参与实干、监督者、中间协调五类角色类型方差齐性差异显著，但进一步事后比较显示，八类角色类型平均得

分的闽南区域内部差异均未达到显著差异。乡贤角色类型平均得分排序显示，参与实干并不是省外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首要选

择，受访者希望能够创新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有更多的参与渠道和模式可以选择参与。 

第四，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对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图 2）。乡贤角色感知可以解

释参与行为意向 45.6%的变异量，影响因素可以解释参与行为意向 28.5%的变异量；两者可以解释参与行为意向 46.9%的变异量，

影响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引导乡贤参与乡村旅游，不仅要提高省外乡贤自身角色感知水平，特别是意识—技能方面

的角色感知，还要关注影响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内、外部因素，特别是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与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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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空间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贤参与乡村旅游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得分的重要因素。角色感知、影

响因素得分较高的身份与福建省在空间上不毗邻，最近的是台湾省，其他省份与福建省间隔 1 个省份以上的空间距离；行为意

向得分较高的省份除了江西省外，多数与福建省不毗邻。而且三个指标得分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经济发展水平低

于福建省的省份，而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上述指标得分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显示在经济较为发达、与福建省空间距

离较近地区的乡贤，虽然有能力和实力，但对乡贤的角色认知水平有限，不一定是各级政府吸引返乡创新创业人才的重点对象；

而经济水平略低于福建省、与福建省有一定空间距离省份的乡贤，虽然能力和实力有限，但乡贤的角色认知水平较高，是各级

政府人才引进的重点对象。 

 

图 2乡贤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机制 

注：**p<0.01 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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